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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在治理实践中的广
泛应用，治理主体创造和获取数据信息的方式，以及主体间协调与合作的过程
等正在发生变化，其中蕴含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数字技术赋能对多元主体开展协
同治理会产生什么影响。论文基于Ｊ市环境治理实践，采取社会网络分析和田野
调查方法，从权力关系结构和合作关系结构两个维度对数字技术赋能下的协同
治理网络变化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赋能提升了行动主体治理
能力和领导势能，推动协同治理网络权力关系结构发生了变化，并通过信息整
合共享、创新合作模式、强化对环境治理工作的激励与监督等方式，对多元主体
间协同过程产生影响，进而推动了协同治理网络合作关系结构发生变化。研究有
助于丰富和拓展数字技术赋能协同治理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内涵，从而对深入理解
数字技术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的重要作用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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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正在推动着治理体系的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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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赋予新的组织形态、生存空间和行为模式，影响和改变着国家治理的方
方面面（孟天广，２０２１）。２０１９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了“智能＋”
的概念，旨在推动数字技术与政府治理相结合。２０２２年６月，国务院出台了
《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首次在国家层面对数字政府建设做出顶
层部署，提出“构建协同高效的政府数字化履职能力体系”，数字技术赋能协同
治理成为推动实现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在地方层面，
各地方政府正在迅速推动数字化手段在治理中的运用，以促进跨层级、跨系统、
跨业务的协同治理。如何重构并实现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间的合理分
工与有效协同，实现“共治”，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以及当前政府治理实践
的重点和瓶颈问题。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在治理实践中的广泛应用，治理主体创造和获
取数据信息的方式，以及彼此间协调与合作的过程等都在发生变化，其中蕴含
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数字技术赋能对多元主体开展协同治理会产生什么影响？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数字技术赋能与协同治理议题予以很大关注，并开展了持
续的观察和研究。遵循技术治理逻辑的学者提出数字技术能够赋能于政府部门
和社会主体，通过信息共享促进多元主体间协同（关婷等，２０１９；邓理、王中
原，２０２０）。但也有观点认为，数字技术的集权特性和协同的分权特性间会产生
碰撞，因此数字技术赋能对多元主体开展协同治理产生的影响是复杂的（Ｇｏｒｏｎ
＆ Ｂｏｌｓｏｖｅｒ，２０２０；Ｈａｍｍｅｒｓｃｈｍｉ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４），不能简单地对数字技术赋能与
多元主体协同的关系做出线性或确定性假设。关于数字技术赋能对多元主体开
展协同治理的影响及其机制，尚有待基于治理实践中的翔实调查或大样本的量
化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和系统分析。

由于环境问题的公共物品属性及外部性，有效的环境治理需要多元主体之
间的协同。多元主体通过双边或多边互动关系促进集体行动而形成的协同治理
网络（锁利铭、罗承翎，２０１７；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成为多元主体间协同关
系的结构性表征（Ｗａｎｇ ＆ Ｒａｎ，２０２３）。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利用协同治理网络
研究环境协同治理议题（易承志、张开羽，２０１９）。伴随着大数据时代环境治理
复杂化、治理诉求多元化和治理场景网络化，构建多主体协同、数字技术驱动
的治理体系成为环境治理创新的主要发展趋势。多个城市开展了环境治理数字
化改革，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依托，构建环境大数据、大平台、
大系统，这不仅为多元主体开展环境协同治理提供支撑，也为研究数字技术赋
能下的多元主体协同提供了实践基础，同时对研究的理论创新提出了需求。

综上，作者基于对Ｊ市环境治理的长期实践调查，以协同治理网络为研究切
入点，对数字技术赋能下协同治理网络的变化进行实证检验，并深入剖析其中
的内在机制，以期对中国实践情境下数字技术赋能影响多元主体开展协同治理
的研究提供新的解释逻辑和经验证据。研究有助于拓展数字技术赋能协同治理

·６５·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４·４



的研究视角，丰富其理论内涵，从而对深入理解数字技术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中的作用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科学意义。

本文的后续章节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数字技术赋能与协同治理、协同治
理中的网络分析途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
可拓展的研究空间；第三部分以Ｊ市环境协同治理网络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网
络分析方法剖析数字技术赋能下环境协同治理网络的变化与特征；第四部分基
于对Ｊ市环境治理的实践考察，挖掘和提炼数字技术赋能影响协同治理网络变化
的内在机制；第五部分对本文主要结论以及研究的贡献与不足进行阐述。

二、文献综述

（一）数字技术赋能与协同治理
数字技术赋能源于“赋能”（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这一概念。赋能主要指对组织

和个体提供某种能量，以增强其实现所追求目标的能力（Ｐｒｅｓｔｂｙ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０）。
技术被认为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赋能手段，因为技术的本质是人类改变或控制客
观环境的手段或方法（Ｂａｒｌｅｙ，１９８６）。数字技术赋能是当前数字化改革背景下
数字技术所具有的变革性、颠覆性、影响性特征的高度归纳和外延，其概念已
在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乡村治理、应急管理等多个领域得到应用。
虽然在研究背景及主题方面存在差异，但总体来看，大多数研究认为数字技术
赋能是通过数字技术工具（体系）的应用，赋予政府和非政府主体具备相应的
治理技能与行动能力，从而获得更多的机会与资源实现既定目标（薛澜、张慧
勇，２０１７；李晓昀等，２０２１）。数字技术赋能意味着数字技术在应用及融入治理
后彰显出巨大的能动力，在治理理念、治理工具、治理方式甚至治理制度层面
带来了赋能效应（赵淼等，２０２２）。围绕数字技术赋能与协同治理，已有文献主
要从工具论、结构论和智能论三个视角开展研究。

工具论视角的相关研究将数字技术视为提升主体协同治理能力的有效工具。
部分研究认为，无论是利用算法和模型进行更准确地测算，还是运用数字技术
开展辅助治理，都是利用技术对治理主体能力的替代和提升（贾秀飞，２０２１）。
部分研究侧重于数字技术对主体间信息共享的影响，认为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
多元主体间信息共享是实现协同治理的关键因素（Ｖｉａｌｅ Ｐｅｒｅｉｒ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汤
峰、蓝国瑜，２０２３），信息共享优化能够提高多元主体间沟通协调效率和信息可
及性（郁建兴、樊靓，２０２２），促进多元主体间联合行动，特别是促进公众等社
会主体在治理中的参与（Ｃｈａｔｆｉｅｌ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数字技术所具有的“信息传
递去中心化”特性，有助于提升社会主体参与能力，实现技术和协同治理的良
性互动（Ｍｉｌａｋｏｖｉｃｈ，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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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论视角的相关研究聚焦数字技术赋能对传统治理结构产生的冲击以及
重塑。学者们探讨了数字技术对政府组织模式变革的影响机理（陈鹏，２０１９）、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结构框架（鲍静、贾开，２０１９）等议题。部分学者认为数
字技术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在于改变了多元主体间的互动模式，使得政府和社
会主体间的互动结构更加扁平化（王臻荣，２０１４）。数字技术赋能为多元主体间
协同提供了新的方式（Ｂａｔｔ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促进了彼此间新形式的沟通、协商
和对话（Ｆｅｄｅｒｉｃ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此外，数字技术不仅可以优化行政流程，还可
以在更深层次上引起行政权力结构的“去中心化”（张楠迪扬，２０２０），削弱治
理结构的层级特征，使得治理结构日益扁平化（邓理、王中原，２０２０）。

智能论视角的相关研究强调数字技术的快速崛起带来与传统治理体系完全
不同的主体间关系，认为智能治理蕴含着多元主体一起参与治理的协同理念
（Ｎａｍ ＆ Ｐａｒｄｏ，２０１４），建议未来应加强对智能治理和协同治理理论之间联系的
研究（Ｔｏｒｆ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既有研究侧重于采用智能治理模式以实现更具互
动性的参与式治理（Ｌｉｍ，２０１７），以及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促进多元主体间协同。
学者们提出了“智慧协同”（Ｓｍａｒｔ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的概念框架（Ｍｉｓｕｒａｃ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探析了既具有整体性又兼具智慧性的整体智治模式（邓念国，２０２１），
以及探讨了应用数字技术提高多元主体协同模式的有效性、可持续性等议题
（Ｃｉｅｓｌｉ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Ｙａｈｉ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二）协同治理中的网络分析途径
协同治理被定义为由来自公共、私营部门的不同组织或个体共同努力进而

实现既定目标的过程（Ｅｍ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Ｒａｎ ＆ Ｑｉ，２０１９）。网络被视为协
同治理中的一种结构形式，被认为是对科层制和完全市场两种治理结构的补充
（Ａｇｒａｎｏｆｆ，２００６）。随着协同治理理论和网络理论的深度融合，网络被越来越多
地用于揭示和研究协同治理问题（Ｗａｎｇ ＆ Ｒａｎ，２０２３）。ＯＴｏｏｌｅ在１９９７年发表
的开拓性文章中建议研究人员“认真对待网络”，并提出研究公共行政中的网络
结构（ＯＴｏｏｌｅ，１９９７）。协同治理中的网络分析聚焦于对网络结构的分析
（Ｂｅｒｒ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网络结构被视为行动主体间协同呈现的制度化的权力安
排和互动模式，也通常被用来描绘和解释网络的变化与特征（Ｌｉｅｓｂｅｔ ＆ Ｇａｒｙ，
２００３）。一般在研究网络结构时主要关注的是网络中多元主体的权力关系结构和
合作关系结构。

权力关系结构是网络研究中关注的核心议题。Ｈｉｍｍｅｌｍａｎ （１９９６）认为，
权力是产生预期结果的能力，而不同行动主体之间权力的共享是达到善治的重
要途径。当前网络中权力关系结构研究主要聚焦于权力的获取和类型方面。有
研究提出网络权力结构主要分为集权化和分权化两种形式（Ｈｅｉｄｂｒｅｄｅｒ，２０１７）。
从权力获取的来源来看，可分为“制度性权力（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和“结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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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ｗｅｒ）”，前者是行动主体通过行政任命获得的正式权力，是行
动主体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后者是行动主体在网络中由于处于有利位置而获得
的非正式权力（Ｉｎｇｏｌｄ ＆ Ｌｅｉｆｅｌｄ，２０１６）。行动主体在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了
其权力的大小，行动主体可通过占据有利位置或通过控制资源流动来提升其对
其他行动主体的支配能力（李林艳，２００４），资源包括财力资源和人力资源等有
形资源以及知识、技术等无形资源（Ｆｒｅｅｍａｎ ＆ Ｌａｕｒａ，２０００）。在权力关系结构
测量方面，Ｂｒａｓｓ （１９８１）提出用网络的节点中心性作为测量指标，中心性能够
反映行动主体在网络中的地位以及获取和控制资源的能力，这一指标在治理网
络研究中获得了较为广泛的应用。

合作关系结构是网络研究的基础。实现有效协同治理的关键在于多元主体
间是否具有密切的合作关系。网络研究聚焦多元主体间的互动合作关系以及其
中的影响因素。网络中的行动主体开展合作，主要基于彼此间是否存在资源依
赖，是否具有一致目标和相互信任等因素，如果这些条件具备，那么行动主体
会开展积极合作（Ｌｕｎｄｉｎ，２００７；Ｆｉｓｃｈｅｒ ＆ Ｓｃｉａｒｉｎｉ，２０１３）。此外，也有研究认
为行动主体的意愿和能力是开展合作的关键（Ｃｌａｒｋｅ，２０１３；Ｋｌａｓｔ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在网络合作关系结构测量研究中，网络密度常被用于测量网络的内聚性
或联通性（Ｅｖｅｒｅｔ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并用来描述网络关系结构特征（Ｍｉｌｗａｒ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也有部分学者提出对网络中的子群关系特征进行分析（Ｗｅｉｂｌｅ，
２０１１；Ｓｈｒｅｓｔｈａ，２０１３），以探讨网络中多元主体间的局部合作关系结构。

（三）研究评述
当前国内外学界对数字技术赋能协同治理研究议题予以很大关注，从不同

视角对认识数字技术赋能协同治理的影响提供了可供讨论的素材和研究基础。
基于工具论视角的研究主要关注数字技术赋能对微观层面行动主体的影响，对
数字技术赋能影响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过程的研究较为缺乏，难以提供数字技术
赋能影响多元主体开展协同治理的全景式刻画。基于智能论视角的研究侧重从
更加广泛的宏观层面探讨数字技术赋能对协同治理模式及体系的影响，且大多
处在表象观察和理念倡导阶段，对数字技术赋能协同治理的逻辑关联、互动作
用原理等议题尚未进行深入探讨。基于结构论视角的研究从中观层面关注到数
字技术赋能对多元主体间协同关系变革带来的影响，其研究视角兼顾了对行动
主体互动过程与互动结果的考察，能够系统和具象地反映数字技术赋能对多元
主体开展协同治理的影响。但既有研究尚缺乏对数字技术赋能影响多元主体协
同的微观机理等问题进行系统和深入地分析。此外，相关研究还存在以下可推
进的研究空间：一是在研究类型上，既有研究大多为基于宏大叙事的理论思辨，
较少聚焦具体领域开展具象分析；二是在研究方法上，以阐释性研究和定性研
究为主，量化研究较少，缺乏建立在大样本数据基础上的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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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本文基于数字技术赋能与协同治理的结构论研究视角，结合协
同治理的网络分析途径，从权力关系结构和合作关系结构两个维度对数字技术
赋能下的协同治理网络变化进行实证检验；结合对Ｊ市环境治理的实践调查，对
数字技术赋能影响行动主体和主体间的协同过程展开深入分析，从中归纳和提
炼数字技术赋能影响协同治理网络变化的内在机制。

三、数字技术赋能下的协同治理网络分析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数字技术赋能下Ｊ市环境协同治理网络的变

化与特征。社会网络分析以行动主体间的互动研究为基础，是适用于协同治理
研究的通用方法工具（Ｂｅｒａｒｄ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网络由“节点”及其“边”（连
线）组成，“节点”代表行动主体（组织或个体），“边”代表两个主体间的关
联。在治理网络中，“节点”通常代表政府部门、企业、公众、社会组织等行动
主体，“边”代表不同主体间建立的合作关系。

为保证数据来源的权威性、公信力和可靠性，本文选择Ｊ市政府网站“环境
工作动态”板块和《Ｊ市日报》《ＮＨ晚报》《ＸＸ在线》的环境治理工作报道作
为数据来源，数据收集对象涵盖Ｊ市全域范围（１市，７县，７１镇）。上述环境
治理工作报道均可在网络查看和获取，便于文本资料的收集。除此之外，作者
在当地实践调研过程中，还收集了政府工作日志与记录作为数据补充。数据筛
选的标准为：一是仅筛选针对具体环境治理事件的工作报道，关于环境执法信息
的通报等不包含在内；二是政府政策文本、工作会议等文本不在数据收集范围内。

研究选择Ｐｙｔｈｏｎ作为技术支撑，在Ｊ市当地环境治理工作报道中搜集了所有
带有“环境”“污染”“大气”“空气”“水”“固废”等关键词的相关网页文
本。具体操作为：首先，结合初步搜索结果，根据网页地址（ＵＲＬ）获取网页
的ＨＴＭＬ信息；其次，解读ＨＴＭＬ，提取网页的正文文本；再次，确定文本筛选
标准。根据文本分析需要，网页抓取阶段先设定较为宽松的协同定义，即“如
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动主体同时出现在某一个网页正文中，则初步判定这
一事项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行动主体共同参与”。经过筛选获得协同治理事项文本
６４９７份。此外，在参与式观察中，收集到５３２份环境协同治理工作日志及记录
作为补充。最后，对收集到的所有数据进行人工清洗，剔除重复、无效和错误
的数据，再从筛选出的数据中获取和记录各行动主体参与某一环境治理工作的
关系，形成隶属网络数据集。经过数据清洗最终得到２６２４条有效协同关系
数据。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选择文本数据作为数据来源的原因在于，学界关于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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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组织的研究大多采用正式文本资料作为数据来源，而非采取问卷调查等方式。
问卷调查获取关系数据的范围有限、成本较高，且追溯历史难度高。本文分析
对象涉及政府部门，且在需要“追溯历史”的条件下，与更适用于个体行动者
的问卷调查相比，正式的新闻报道资料更可靠，并且时空覆盖范围更广。

（二）研究思路
数字技术工具（体系）在治理中的应用及融入是数字技术赋能多元主体开

展协同治理的基础。为了更清晰地探究数字技术赋能下Ｊ市环境协同治理网络的
变化，本文采取以下研究思路：

（１）进行数字治理改革前后阶段划分。数字治理改革是数字技术应用和融
入环境治理实践的具体体现，可以用来映射数字技术赋能环境治理的结果。本
文对Ｊ市环境协同治理网络变化的分析分为两个阶段，阶段划分的依据以Ｊ市环
境治理领域推行数字治理改革的时间点（２０１７年６月）为区分。第一阶段：数
字治理改革前（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第二阶段：数字治理改革后
（２０１７年６月至２０２１年５月），第一时间段的选取主要以保持和第二时间段的
时长一致为标准，保证数据分析的可对比性。

（２）基于数字技术赋能要素干预的分析。在第二阶段（数字治理改革后）
将搜集整理的环境协同治理数据筛选为两部分：１）协同治理工作中未提及数字
技术的应用；２）协同治理工作中明确提及具体数字技术应用（如无人机、无人
船、人工智能等技术），以及环境信息管理平台（系统）的应用等。基于此，能
更清楚地凸显在数字技术因素干预下的协同治理网络变化。

（３）环境协同治理网络变化分析。采取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获取的协同关
系数据开展分析。

（三）网络构建与测量指标选取
一般对网络的分析大致可划分为整体网络结构分析、局部网络结构分析以

及节点特征分析三个层次。在整体网络结构层面常用网络密度、网络平均度、
网络直径等指标就整体网络的合作关系特征进行描述和测量；在局部网络结构
层面常用凝聚子群指标探讨网络的局部合作紧密程度；在节点特征层面常用点
度中心性、接近中心性、中介中心性等指标对节点中心性进行分析，节点中心
性的大小反映了每个行动主体在网络中的“地位”和权力差异（Ｅｖｅｒｅｔ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安卫华，２０１５；张平、商爽，２０１９）。如前文所述，本文将从权力关系结
构和合作关系结构两个维度对数字技术赋能下的协同治理网络变化开展分析。
在实证分析中本文将Ｊ市环境协同治理网络划分为宏观网络整体结构、中观网络
局部结构、微观节点三个层次，前两个层次对应网络合作关系结构分析，后一
个层次对应网络权力关系结构分析。具体测量指标说明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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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测量网络的指标选取与说明
测量网络特征 测量指标 指标说明

合作关系结构

平均度 所有节点的度数总和／节点数，反映网络平均链接性
网络直径 任意两个节点间距离最大值，反映网络最低链接水平
图密度 边数× ２ ／ （节点数×节点数－节点数），反映网络完整性

模块化 反映局部网络链接的紧密程度，其值越接近０越说明局部网络链
接越紧密

平均路径长度所有“节点对”之间平均距离，反映网络整体链接性

凝聚子群 网络中的子集合，表征局部网络中有相对较强紧密联系的节点
集合

权力关系结构

点度中心性 网络中某节点与其余节点的联系，反映节点在网络中的位置和影
响力

接近中心性 节点的离中趋势，反映节点与其他节点建立联系的能力和在网络
中的影响力

中介中心性 数值越高表明节点的重要性越高，该节点在网络中大多充当中介
或桥梁角色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实证结果分析
１ ． Ｊ市数字治理改革前后协同治理网络变化
（１）整体网络结构变化。整体网络结构反映了多元主体间的合作关系特征。

在对整体网络结构的测量指标进行分析之前，本文先采用Ｇｅｐｈｉ软件中
Ｆｒｕｃｈｔｅｒｍａｎ Ｌａｙｏｕｔ布局方法对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绘制Ｊ市环境协同治理网
络图谱（如图１、图２所示），直观地展示网络整体特征。

图１　 数字治理改革前的协同治理网络 　 　 图２　 数字治理改革后的协同治理网络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从图１、图２可以看出，在数字治理改革前，Ｊ市环境协同治理网络整体结

构较为松散，局部聚集性特征显著，整体联系不够紧密。在数字治理改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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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网络结构紧密，表明主体间合作关系更加密切。通过在Ｇｅｐｈｉ软件的“统
计”选项对网络整体形态进行标准化测度，得出的各类指标值如表２所示。

表２　 数字治理改革前后协同治理网络指标统计
指标 数字治理改革前网络 数字治理改革后网络
平均度 ５２ ５７３ ６４ ６９４

网络直径 ５ ４

图密度 ０ １２１ ０ １８１

模块化 ０ ７７３ ０ ３３２

平均路径长度 ２ ３９７ １ ９６２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由表２可以看出，在数字治理改革后，网络的平均度增加，而网络直径、平

均路径长度减小，表明网络中主体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联系效率也得到了提升。
此外，与改革前相比，改革后的网络图密度增加，而模块化测度指标减小，体
现出网络结构特征由分散向紧密的转变，表明网络中多元主体间的合作关系更
加密切。

（２）局部网络结构变化。凝聚子群常被用来分析网络局部特征，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网络的局部聚集或“碎片化”倾向。本文采用Ｇｅｐｈｉ中“统计”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和“模块化”（Ｍｏｄｕｌａｒｉｔｙ）分析，对Ｊ市环境协同治理网络凝聚子
群进行分析。数字治理改革前的协同治理网络凝聚子群分析结果显示，网络中
共形成８个子群，网络局部聚集特征较为显著。其中在最大的子群中行动主体
（节点）以市级政府部门为主，其余７个子群中的行动主体以县镇两级政府部门
为主。各子群中非政府部门与政府部门的合作较少。改革后的协同治理网络形
成了６个子群，最大子群中的行动主体数量明显多于其他子群，市、县、镇等
各级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都参与其中，合作关系更加密切。

（３）网络节点中心性变化。节点中心性可以反映行动主体在网络中的“地
位”和权力差异。本文对两个网络中节点的点度中心性、接近中心性、中介中
心性分别进行了统计和排序，主要发现如下：１）就点度中心性的度值分析结果
而言，改革前的网络中大部分节点的度值分布较为平均，度值均较小；改革后
的网络中大部分节点的度值较小，少数节点的度值较大（说明在网络中占据关
键位置）。其中Ｊ市环境局是点度中心性最高的节点，处于网络核心地位，其次
是企业和公众。２）就接近中心性度值分析结果而言，与改革前的网络相比，改
革后的网络中Ｊ市环境局成为接近中心性最高的节点，这表明其具有迅速与其他
主体建立联系的能力，其次是企业和公众。３）就中介中心性度值分析结果而
言，改革前的网络中各节点的中介中心性普遍较低，大多数节点的中介中心性
接近于零，反映出网络的整体联通性不高；改革后的网络中各节点的中介中心性
普遍有所提高，其中Ｊ市环境局的中介中心性最高，这表明Ｊ市环境局在网络中扮
演了最主要的中介协调角色，对于推动各行动主体间的合作起到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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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Ｊ市数字治理改革下分主题的协同治理网络变化
（１）整体网络结构变化。本文采用Ｇｅｐｈｉ软件中的Ｆｒｕｃｈｔｅｒｍａｎ Ｌａｙｏｕｔ布局

方法对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绘制出Ｊ市数字治理改革下分主题的环境协同治理
网络，如图３、图４所示。

图３　 “未提及数字技术应用”的协同治理网络 图４　 “明确提及数字技术应用”的协同治理
　 　 　 网络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统计”选项中对网络整体形态进行标准化测度。各类指标如表３所示。

表３　 分主题的环境协同治理网络指标统计
指标 “未提及数字技术应用”的网络 “明确提及数字技术应用”的网络
平均度 ８４ ３３ ８７ ０９８

网络直径 ４ ２

图密度 ０ １７６ ０ ２９３

模块化 ０ ３３４ ０ ２７５

平均路径长度 １ ９８５ １ ７１２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由表３可以看出，与未提及数字技术应用的网络相比，明确提及数字技术应

用的网络的平均度和密度增加，网络直径和平均路径长度减小，反映出网络中各
主体间的链接更加紧密。就图密度和模块化指标分析结果而言，与未提及数字技
术应用的网络相比，明确提及数字技术应用的网络的图密度增加，而模块化测度
结果减小，也表明网络整体结构变得更加紧密。总体而言，在数字技术赋能因素
更加凸显的情况下，环境协同治理网络中各主体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

（２）局部网络结构变化。采用Ｇｅｐｈｉ软件对两个网络凝聚子群进行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未提及数字技术应用的网络中共形成７个子群，其中最大的子
群中行动主体较为多元化，包含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主体，其余５个子群的行
动主体以县镇两级政府部门为主。明确提及数字技术应用的网络中共形成了５
个凝聚子群。其中，最大的两个子群中政府部门和社会主体的联系均较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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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在数字技术赋能因素更加凸显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和社会主体的合作变得
更加紧密。

（３）网络节点中心性变化。本文对两个网络中节点的点度中心性、接近中
心性、中介中心性分别进行了统计和排序，分析结果如下：１）就点度中心性分
析结果而言，Ｊ市环境局和企业在两个网络中均处于核心地位；且在明确提及数
字技术应用的网络中，Ｊ市环境局的点度中心性有所上升，表明在数字技术赋能
因素更加凸显的情况下，Ｊ市环境局在网络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２）就接近
中心性分析结果而言，与未提及数字技术应用的网络相比，明确提及数字技术
应用的网络中的节点接近中心性均有所提高；在所有节点中，Ｊ市环境局的接近
度中心性最高，意味着其在网络中能以最短的距离接触到其他主体，说明Ｊ市环
境局与其他主体间的联系最为紧密。３）就中介中心性分析结果而言，在两个网
络中，大多数节点的中介中心性普遍较低，部分节点中介中心性接近于零；Ｊ市
环境局在两个网络中均是中介中心性最高的节点，说明其在网络中发挥了最大
的中介协调作用，对整个网络的联通作用最大，为多元主体间的合作提供了关
键的桥梁，其次是企业和公众。

通过对前后阶段、不同主题的环境协同治理网络变化进行分析，发现在数
字技术赋能影响下，Ｊ市环境协同治理网络具有以下变化和特征：一是从权力关
系结构维度来看，网络中心化特征更加显著。具体而言，Ｊ市环境局在网络中处
于核心地位，在多元主体协同中扮演着领导者和协调者的关键角色；社会主体
中的公众和企业在协同治理网络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有所上升。二是从合作关系
结构维度来看，整体网络结构变得更加均衡和紧密，政府部门间、政府部门与
企业、公众等社会主体间合作关系更加密切。

四、数字技术赋能协同治理网络变化的机制分析
如第三部分分析所呈现的结果，数字技术赋能下，协同治理网络的权力关

系结构和合作关系结构发生了变化，前者体现了行动主体在网络中的地位变化，
后者体现了行动主体间协同关系的变化。关于数字技术赋能影响协同治理网络
变化的机制分析，需要从微观层面具体剖析数字技术赋能在哪些方面影响行动
主体及其协同过程。基于对Ｊ市环境治理实践调查获取的一手资料，本文对数字
技术赋能影响行动主体和主体间协同过程展开深入分析，从中归纳和提炼数字
技术赋能影响环境协同治理网络变化的内在机制。

（一）网络权力关系结构变化：数字技术赋能与行动主体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Ｊ市协同治理网络权力关系结构发生的主要变化在于Ｊ

市环境局在协同治理网络中处于核心和领导地位，公众和企业在网络中的地位
和影响力也有所上升。这一变化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数字技术赋能提升了Ｊ市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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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局在环境协同治理中的领导势能，以及企业和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能力。
１ ． 数字技术赋能与领导势能提升
作者在对Ｊ市环境治理工作实践考察中发现，Ｊ市的一个特点是“县比市富

有”，这一现象导致市环保部门在协调各县环保工作方面面临困难。在以往的环
境治理工作中，Ｊ市环境局较难精确掌握各县的环境污染信息，与各县环保部门
间存在一定的信息不对称。此外，由于治理半径的限制，Ｊ市环境局难以获取乡
镇层面较为全面的环境信息。这些因素导致Ｊ市环境局对全市环境治理工作的领
导和协调能力较弱。在数字治理改革后，Ｊ市委托第三方开发和构建了一体化的
环境信息管理平台（以下简称“平台”），用以获取、整合和分析全市环境污染
信息。平台的技术版权归开发方所有，数据所有权归市环境局，县镇政府部门
只能查看各自辖区的数据。数字技术赋能提升了市环境局对环境信息生产和流
动的控制能力。与以往相比，市环境局的信息资源控制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
能够快速、便捷地获取基层环境数据信息。凭借数字技术赋能下的数字权力，
市环境局在环境治理中行政权力的权威性、权力使用的能力和效果都有较大
提升。

“以前管不过来，现在有了数字技术这样的工具，有能力管得过来了，
我们的执法和监督能力都有所提升。”（Ｊ市访谈资料２０２１０８０２）
这一变化提升了市环境局在环境协同治理工作中的领导势能，使其成为环

境协同治理网络中的核心行动主体和协调者，占据了网络中最重要的位置。
２ ． 数字技术赋能与治理能力拓展
在Ｊ市环境治理实践中，数字技术赋能提升了企业和公众在协同治理网络中

的地位和影响力。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在于数字技术赋能为企业和公众提供了
更多的技能、资源和信息，从而增强了其参与治理的能力。在传统环境治理中，
企业被视为环境污染的生产者和政府部门的监管对象，而在数字技术赋能下，
企业成为环境治理的主要行动主体。具体而言，Ｊ市通过应用数字技术与构建平
台，为企业的污染物处理提供了相应的技术支持和必要的数据信息，提升了企
业开展环境污染治理的能力。数字技术赋能也改变了以往公众被动接收环境信
息的局面。平台一个重要功能是为公众提供了获取和传递环境信息的便捷渠道。
通过平台，公众既可以便利地获取环境信息，也可以进行环境污染信息的上传
和共享。例如，公众发现污染情况后，可以将其拍摄成照片、短视频上传至平
台，开启“指尖上的环保”。其中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公众既是环境信息的生产
者又是传播者。这样的改变提升了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参与积极性，也可以更
好地了解和监督环境治理工作的进展和效果。

（二）网络合作关系结构变化：数字技术赋能与协同过程
在数字技术赋能推动下，Ｊ市环境协同治理网络合作关系结构发生了显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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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主要表现为政府部门间、政府部门同企业与公众等社会主体间合作关系更
加紧密。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Ｊ市在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通过信息整合共
享、创新合作模式、强化对环境治理工作的激励与监督等方式，促进了多元主
体间的互动与合作。
１ ． 以数字化平台为支撑促进环境信息整合与共享
信息的共享或交换是参与协同治理的行动主体之间保持协调一致行动的必

要前提。以往在Ｊ市环境治理中，由于各级环保部门的信息化建设程度存在差
异，各级环保部门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在数字治理改革后，Ｊ市构建的全
省首个生态环境领域数字化管理平台，以市政府大数据中心为基础，集成、整
合和更新了全市环境数据，构建起全市实时生态环境数据库。在政府内部，平
台的构建和应用，突破了各部门间的信息壁垒，汇聚和整合了环保相关部门的
业务数据，以及企业的环境污染数据。这一举措极大地提高了各级政府部门之
间的信息获取效率，使得信息传递更加畅通。

“以往工作中比较麻烦的一点就是需要和各相关部门去沟通协调，现在
通过平台，全市环保部门都能及时了解污染数据。” （Ｊ市访谈资料
２０２２０３２５）
在政府外部，平台实现了对企业环境污染数据的高效采集、整合以及分析

结果的推送服务。这一举措使得企业能够快速了解自身在环境污染处理方面存
在的问题，也促进了政府部门和企业间的互动。总体而言，Ｊ市通过数字化平台
实现对环境数据信息的整合与共享，简化了多元主体间信息传递的复杂度，降
低了环境协同治理的信息成本，从而促进了多元主体间的互动与合作。
２ ． 以数字逻辑为导向的合作模式提升协同治理的便利性
通过应用数字技术和构建平台，Ｊ市实施了一种以数字逻辑为导向的合作模

式，将传统的线下信息获取、资源调度等环境治理业务工作转移到平台上进行。
此外，Ｊ市还借助数字技术改造传统的部门线下互动模式，构建了以数字信息关
系网络为支撑的互动模式。具体而言，Ｊ市环保相关部门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合作
方式为：首先，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问题，及时发出预警并反馈给环保部
门。紧接着，环保执法部门将问题反馈给企业，并同时将问题反馈给相关主管
部门进行核实整改。随后，工作人员在线下进行追踪核查，如果存在问题则追
踪解决，没有问题则解除线上预警。与之前的处理环节相比，这种在线上进行
的流程更加简洁高效，减少了各部门的工作量，优化了工作流程，从而提高了
工作效率并节省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环保相关部门也可以在平台中实时查看
企业信息、监管事项及相应的监管时间、方式等，减少工作重叠，便于各部门
协调开展联合监管和执法行动。此外，在数字化合作模式开展过程中，各环保
相关部门实现了监管标准的统一，对于处理结果也相互承认，与以往相比，减
少了部门间冲突，提升了环境协同治理工作的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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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以数字化手段强化对环境治理工作的激励
激发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积极性是推动多元主体间合作的关键。在实践中，

Ｊ市利用数字化手段激励相关政府部门和社会主体积极参与环境治理。Ｊ市在构
建的平台中创造了一套信用扣分体系，将环境污染处理过程中涉及的企业行为
纳入信用评分，对于所有的不合规行为都依照规则扣分，对值得鼓励的行为进
行加分，实现信用可评价，并向社会公开。

“在这个分数没有扣除的时候，企业都不以为然，但是当企业信用真的
被监管系统进行一分扣除的时候，这些企业立马紧张起来了。”（Ｊ市访谈资
料２０２１１１０５）
根据相关规定，如果企业的信用评分排在后１０％的位次，该企业将被列为

重点监管对象。信用评分和企业可获取的金融贷款、人才补贴等惠企政策相互
关联，形成组合配套，增强了对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激励作用。Ｊ市还在平台以
及相关联的移动终端中设置了“绿币”奖励制度，对参与环境污染监督的公众
给予奖励和积极反馈，提高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除此之外，环境污
染治理被纳入各级环保部门党政目标责任考核及“美丽Ｊ市建设”工作考核中。
每年年末，Ｊ市生态创建办会对市、县、镇环保部门“一把手”们进行考核，环
境治理能效是其中一项重要的考核标准。如果当地污染问题没有得到及时处理，
则市、县、镇属地“一把手”们的年终绩效评分会被扣分，这一举措提升了属
地开展环境治理的积极性。
４ ． 以数字技术赋能强化环境治理监督
在Ｊ市环境治理实践中，环境局通过企业、属地、执法三个移动终端，对企

业污染排放开展全程监管，并落实环境污染的属地巡查和执法监察，促使企业
在生产的同时必须注重环保，让行业主管部门在主抓行业发展的同时也不能忽
视环保，强化了对相关政府部门和企业环境治理工作的监督力度。

“这种监督形式增强了政府和企业间的互动和信任，同时也倒逼各级环
保部门和企业落实环境治理责任。”（Ｊ市访谈资料２０２２０４１１）
在以往的环境治理模式中，公众主要通过向政府部门反映问题与投诉，或

者参加政府部门组织的公众座谈会来表达对环境治理问题的诉求。数字技术的
运用使得公众能够更加便捷地将环境污染信息和环境诉求传递给政府部门。环
保部门在接到公众提交的环境污染信息后，能及时督促相关企业进行整改并进
行监督，向公众承诺整改期限，并及时地反馈整改行动和结果。在这一过程中，
公众可以看到自己所反映的问题被处理的进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环保
相关部门解决问题的透明化程度。政府环保部门和企业及时回应并处理公众的
环保诉求，公众则对政府和企业的环境治理行为进行监督，这种行动主体间的
信息交互和互相监督，使各主体间的合作关系更加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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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相关理论回溯与分析，结合Ｊ市环境治理实践调查，对数字技术赋

能影响协同治理网络变化及其内在机制进行了系统分析。主要研究发现如下：
一是在数字技术赋能下，协同治理网络中的权力关系结构和合作关系结构发生
了变化：网络中心化特征更加显著，市环境局在网络中处于核心和领导地位，
社会主体中的公众和企业在协同治理网络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得到了提升；政府
部门间、政府部门同企业与公众间的合作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二是数字技术赋能
使得企业和公众的治理能力得到了提升，并通过数字权力提升了环境局的领导势
能，进而推动协同治理网络权力关系结构发生变化；通过信息整合与共享、构建
以数字逻辑为导向的合作模式、以数字手段强化环境治理工作的激励和监督等方
式，影响多元主体间协同过程，进而推动协同治理网络合作关系结构发生变化。

数字技术如何在治理中得到有效运用，进而提升多元主体协同水平是一个
颇具时代意义的研究课题。数字技术赋能对协同治理产生的影响不止于多元主
体间的协同关系变革，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长此以往，可能会引发由多元主
体协同关系到治理结构、治理制度体系的渐次变革。基于本文的分析结果，有
两个问题可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探讨：一是数字技术赋能协同治理中的集权与
分权问题。在协同治理网络中，多元主体的权力分配是备受关注的议题。从本
文的研究发现来看，数字技术赋能下环境协同治理网络的权力集中化特征显著，
其中市环境局掌握了环境信息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比较而言，乡镇政府对数据
信息的应用权限是有限的，未来这是否会降低基层部门的参与感或产生新的矛
盾是需要进一步观察和分析的问题。二是数字技术赋能下协同治理制度的创新。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在治理中的应用发展，相关治理制度也会逐渐进入到精
细化或再生阶段。从本文的研究发现来看，目前Ｊ市主要侧重通过数字技术的应
用促进多元主体间协同，尚未深层触及协同治理中权责设置的重塑、制度体系
创新等问题。随着数字技术赋能程度的加深，未来需要考虑如何在制度层面配
合技术应用实现数字技术与协同治理的深度融合。

（二）研究贡献与不足
相较于其他聚焦数字技术赋能与协同治理议题的研究而言，本文的贡献与

特色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以协同治理网络为研究切入点，识别了数字技术
赋能对多元主体协同的影响及内在机制，为解析数字技术赋能多元主体协同提
供了新的解释逻辑和拓宽了新的研究视野。二是聚焦在环境治理这一具体领域
开展具象分析，使得相关讨论更具针对性和可落地性。三是相较于既有侧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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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叙事的理论思辨和阐释性研究，本文通过使用客观的大样本量化数据而非
感性判断，实证检验了数字技术赋能下协同治理网络的变化，为研究数字时代
下的协同治理理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可被视为相比于已有研究的边际贡献，
也对下一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有较强的基础性工作意义。

本文尚存在以下不足：一是数字技术赋能是一个较为抽象和定性描述的概
念，无法用具体的量化指标进行测量，在一定程度上对Ｊ市数字技术赋能的实际
情况测量不够精准；二是本文采取的社会网络分析较为侧重的是网络的结构模
式分析，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复杂的多元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和互动过程，对协
同治理网络的动态性分析不足，未来可结合案例研究等方法，对协同治理网络
运作、维持的过程进行追踪，或进行多个协同治理网络的比较分析，从中挖掘
共性与差异；三是本文对数字技术赋能影响多元主体开展协同治理的机制分析
主要基于对实践调查资料的归纳和总结，未来还需构建更加系统和更具解释性
的理论框架对相关机制进行完善，丰富理论解释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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